                服膺民族救亡的女权路径：
                以周南“女子青年训练团”为中心
  万琼华  中南大学（410012）
摘  要：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以妇女动员为重心的女界救亡行动再次启动，女权主张几乎为民族救亡大潮所淹没。面对“国权”与“女权”的两难，女学生决计服膺民族救亡大计，选择以责任求平等的女权路径，周南“女子青年训练团”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证。周南女生通过认同、接受并践行女子军训，不仅实现了主体意识的觉醒，且为民族解放与自身解放开辟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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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以妇女动员为重心的女界救亡行动再次启动，女权主张几乎为民族救亡大潮所淹没。陈独秀在汉口市立女中发表的讲演提供了贴切的注脚：“妇女即为了本身问题，也应该努力参加此次抗日战争的工作，努力使战争胜利，努力在抗战运动中，双手完成民族的解放和自身的解放！”
在此，陈号召妇女尤其是女学生以“参战”实现民族与自身的双重解放。面对“国权”与“女权”的两难，女性审时度势，决计服膺民族救亡大计，选择了以责任求平等的女权路径，将“新女性”拓展为集义务、权利与素质为一体的复合概念，此期出现的“女同志”“女兵”“现代女性”等政治色彩浓厚的别称或可为显证。
1905年创办于长沙泰安里的湖南周南私立女子中学（下文简称周南），是近代湖南著名的私立女校，办学业绩广受赞誉。在建校30周年庆典上，省政府奖励8000元大洋以示祝贺，来宾达万人，盛况空前，诚如媒体所赞誉的“群谓该校为女学之先导，此事实也……民国五年至现在以振兴人才教育为目的，小学为基石，由是湖南女生入大学者岁不乏人。”
毋庸置疑，周南已然成为近代湖南基础教育和国立大学的人才基地。但饶有兴味的是周南曾一度作为抗日女战士的“摇篮”而赫然存在，即1937年7月创办的“女子青年训练团”不仅在湖南乃至全国居领先地位，该校也因此被舆论推至风头浪尖。鉴于抗战时期的女子从军/军训议题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特选取周南“女子青年训练团”为考察对象，通过重返历史现场，探究如下问题：近代女学生兵是如何被建构的？她们的出现是历史的选择，抑或只是一种偶然？近代湖南社会氛围为女学生兵的产生提供了何种有利条件？
一 国民革命时期女子从军问题的提出及实践
封建时代，女子从军是断然不可能的，更别提到军校中学习，深造成为女军官了。谢冰莹
曾发出如此感叹：“在封建势力支配下的中国女人，素来都是被轻视的。他们不但不相信女人有勇气上火线，而且不相信女人能负起任何救国的责任来的。你如果把十年前女兵参加北伐的事实举例给他们看，他还要瞪着眼睛骂一声‘胡闹，胡闹！’”
然而，当历史的车轮翻滚到国民革命时期时，女子从军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一）女子从军问题的提出及引发的论争
1925年，黄埔军校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创办的《中国军人》杂志发表洪筠的《军人与妇女》一文，揭开女子从军问题的序幕。洪文以世界女权运动为参照，号召中国妇女投身国民革命：“吾亲爱的姊妹诸姑，其速武装完成国民革命，以追取应得之平等自由，以洗女界之旧污，发扬女权，以追求人类最高之幸福”，并提出创办女童子军、女革命军的构想。其文激发了女青年的从军热情，诸多女性千里迢迢来到广州黄埔，要求参加革命军，使“女子从军”成为社会各界的争论焦点。保守势力站在封建立场强烈反对男女平权和女子从军。即使是曾赞同男女平权的人，也狭隘地认为倡导女国民军是满足军营男子的性欲，忧心忡忡地喊出：“设不幸，我革命军中果然加入了一些女同志，诚恐将来与敌人接触时，她们还在鸳鸯床上甜睡呢！”更有甚者，广州《民国日报》（7月13日）一篇署名“忠言”的文章，惊呼“以满足男子性的要求，这是万万不能的”，“咳！这是多么的可怕，愿提倡女同志军者三思之”，文中充满了诋毁“女同志军”的言词。
《中国军人》杂志针对这股社会逆流展开了争鸣与辩论。李之龙撰写的《陆军军官学校招收女生问题》最具说服力，他写道：“用侮辱男性或侮辱女性的言辞来反对军校招收女生，是为我们所不齿的。若是在女子体格上说，或是在管理不便上说，那就很值得我们来讨论。”同时，以充分的说理论证招收女生的可行性，回击了保守势力的肆意攻击。原来不赞成女同志军的廖仲恺，最后也表示：“只要那位女子身体强壮，真能吃得下苦，我也是同意的。”
黄埔军校政治部对于妇女要求参加革命军的精神深为同情，不仅在壁报上发表招募提议，还在“星期特刊”上开设“征集女同志军”专号，开新一代革命风气。
同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在广东发行的《妇女之声》上提出女子军事教育的主张，得到女性的积极响应。针对军事教育只限于男子的现状，吴岜兰呼吁女性加入军训行列，她开首反问道：“我们的女同胞，是否中国国民的一份子？国家兴亡与我们有没有关系？天生我们是否没有战斗的本能？我们的体魄是否不及男子？何以不能受军事训练？”继而列举女子军事教育的诸种好处，如生育强健国民、改良风化、鼓励民众、御外侮剿内乱等。针对守旧势力的性别偏见，她立场鲜明地指出：“现在有好多人说，女性是懦弱慈祥，战斗是奋勇残忍，所以不堪军事训练，但这是习惯所致，不是不可移变的。”

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通过《女子教育宜添设军事常识案》，以如下理由举证：其一，“为谋国民强健计，宜有军事训练也”，因女子为国民之母，强其子必先强其母，而军事训练实为健强身体之最良方法；其二，“为女子自卫计，宜有军事训练也”，因女子身体过弱，往往为暴力男子所蹂躏，要达到男女平等不惟在经济上独立，还须有自卫之体力
。值得注意的是，此案不再仅仅停留于“谋国民强健”的工具性价值层面，而是兼顾女性利益，取得了可喜的进步。由于有“案”可依，形式各异的女子军事教育得以渐次展开，如普通中小学实施女童子军教育、女校开设军事课教育，等等。
（二）女子从军成为现实
尽管有进步人士在极力鼓吹，中华教育改进社在自觉推动，但由于国民党右派反对，封建势力的阻挠，加之受各种条件的限制，黄埔军校招收女生的举措未能立即实施。然而，《中国军人》杂志倡导的女子从军思想，一旦冲破封建思想牢笼，就变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涛巨流，使任何守旧势力难以阻挡。1926年11月1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宣告成立，在《大公报》发布招生启事，公开向全国招收女生，女子从军终于变为了现实。
“招生启事”写道：采取公开登报和秘密招考相结合的招生办法；考生条件中规定必须具有中学文化程度；报名后，需经过初试、复试以及体格检查，最后登榜录取。至于考试科目，初试包括三民主义、国文、数学、中外史地、博物、理化，复试包括国文、党的常识及政治常识、检查身体，初试复试各5次。招考委员会原计划招收40余人，由于报名者甚众（初试6000余人，复试4000余人），只好增加名额。至翌年2月，被录取的女生达183人（后扩至213人，其中湖南籍女生61人），组成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子学员队（编入黄埔军校第6期），郑奠邦任队长，彭猗兰任指导员。此举标志着黄埔军校的首批女同志军，也是现代史上第一批女兵诞生了。女同志军作为一个兵种的出现，使南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于次年作出女兵与男子待遇相同的决定，这无疑是对女同志军合法权益的肯定与保障。
二 周南“女子青年训练团”的组建与遭遇的阻抗
然而，随着国民革命国共两党的分裂，女子从军一度受挫，直至抗战全面爆发才得以延续。1938年黄埔第七分校（第15期）、1939年黄埔第三分校（第16期）和1940年黄埔成都本校第18期2总队分别招收了数量不等的女兵。与此同时，战干三团于1938年6月在武汉招收学生军3600余人，包括一个500人的女生大队。东北抗日联军各军中，也建立了600余人的妇女团，赵一曼和八女投江等英雄事迹就产生于此。周南“女子青年训练团”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组建的。
（一）“女子青年训练团”的组建
1936年7月，王瑛受国民政府委派担任周南训育主任后，以“本自立立人之精神，为妇女界谋真正之解放；本成功成仁之决心，为中华民族求生存”为宗旨，在周南组建“女子青年训练团”（下文简称女子军训）。翌年正式启动，以军事编制将初、高中武装起来，使“气习为之一变——由柔弱的小姐式变而为雄纠纠的武夫了，从前意志薄弱思想分歧的女同学，变而为救国救民，誓死报国前途上的战士了。”
此举使周南成为湖南乃至全国女子军训的表率，诚如女生在习作中赞许的：“吾校此次武装之始，实为五千年来破天荒之举”
，“打破数千年来旧礼教对妇女的束缚，为女子献身国家提供新途径。”

为提高军训实效，1937年3月王瑛编撰了《周南女青训团精神训练教材》
 ，素材大多取自国民政府的相关文件。如蒋介石1936年4月28日视察湖南军训总队时发表的“军训之目的与救国之基础”的演讲稿就被选录，蒋号召湖南学生“以曾胡的精神为法，负起当前挽救国家复兴民族的重要大任，要以你们湖南为中流砥柱，要你们一般青年学生作复兴民族的贤豪”
。12月25日，王瑛又编印《训育专号》，作为《周南教导》特刊，内容涉及他本人对学生的宣讲，女生对军训、民族复兴、妇女解放等议题的看法，由上、中、下、又编四部分构成，刊登学生习作达60余篇。《训育专号》既传达了王瑛的军训观和女权观，也呈现了女生对民族复兴、妇女解放、自身责任等问题的独特理解。
王瑛在《壹针之见》一文中阐述其训育观：“不训何所育？不育焉用训？训为育之堂，育为训之室——训为先，育为王”，并表示“瑛虽穷，窃以独善为耻；不达，犹以兼养为志。”
黄文佐证道：“（王）先生之日常生活，其晨也，则鸡鸣而起；其夜也，必深宵始寐。吾人之晨操晨跑升降旗及一切集合，先生无不参与；继之以训话，则言多阐幽造极与悱恻感人之言——几无一字无一语非警惕吾人棒喝吾人者！虽言之舌敞嘴唇焦声嘶力竭，犹复举手奋呼。先生之言，口若悬河，日常若剖肺腑而证诸事实者。虽冥顽不灵之徒，亦免首倾听——是以侪辈上千人中，非善良者竟廖寨若晨呈矣！此实先生之教化所致也。”
显然，王瑛意在使女生视军训为实现人生理想的最佳途径。在王瑛的引导下，女生们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积极主动地投入军事训练。
校友宋珉珍（高9班）在口述访谈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我们学护士，学包扎什么的，好象还学过开枪打靶啊，是真枪呢，好象鸟枪一样的，那时候年轻胆子大，不怕。我们的服装要求统一，平时我们的衣服袖子不长不短，反正都要穿校服，那穿短袖就不得了，被校长看到了有伤风化，军训时我们穿的是裙子，是过膝的短裙。我们同学对搞女子军训很愿意，像小孩一样蛮高兴的。军训是出去搞的，不是在我们学校搞的，那是个新地方叫协操坪，搞军训都集中到那个地方，像个广场一样，与其他学校错开搞。我记得每个星期规定礼拜几下午去一下午，或者礼拜几去一天，不是一段时间。训练的地方有教官，王瑛老师负责带我们去……搞什么炮法、战地救护、护士之类的。

（二）“女子青年训练团”遭遇的阻扰
军训在周南校方支持下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却遭到守旧派的围攻，诸如“把军服穿在身上，连中华民国的国格也失掉了”，“只怕主张女子军训是发神经病呢”，“女子不能接受军事训练——就是受了也必徒然”
[等冷嘲热讽不绝如缕。在省教育厅召集的教育家会议上，守旧派言之凿凿地举出三条反对理由：一是女性本爱美，应指导其向爱美的正路上走，不应强其穿制服；二是女性本活泼，应任其发展，不应强其接受机械式军训；三是女性生性爱和平，军训为抗战的野蛮举动，不应施以不合天性的军训
。乍看这些言论，冠冕堂皇，无懈可击；但深入背后，不难看出其中隐含的视女性为“被看者”的男权意识。究其实，守旧派以保护女性为幌子，以性别划界，将女性逐出军事场域。由于守旧派的阻扰，尽管省军训会多次发布女子军训指令，除周南外，其他女校均按兵不动，不敢执行。
其实，保守派的围攻早在王瑛意料中，他深知可能触犯性别陈规，鼓励女生道：“要振作你们的精神，重组你们的军事常识，养成你们健全的身体，树立你们的中心思想，增加你们高深的民族思想和国家观念，预备将来去作前线战士的后援军——以打破现在一般顽固不化的人说女子不能受军事训练的胡说，洗涤历年来女子不及男子的耻辱。”
在阐明危害性的同时，强调女子参战的必要性：“便是一班思想陈腐的同胞们，总以女子不能担负救国的重任。我想中国所谓持久战，至少也有几年，难道我中国二万万的男子就能完全应付这几年中血肉之战争？我相信一定不够的——要达到最后的胜利，必须我女同胞去作后援军。然而在这应该训练的当中，为什么要来摧毁女子的军事训练啊？！这班人岂不是间接阻碍国家民族的复兴么？”

针对守旧势力的阻扰，女生予以有力反击。田叔平质问道：“男子亦人，女人亦人，为什么女子受不得军训？但是我们用不着与他们去辩白，惟有努力的干！踏实的干！将来拿事实和技能给他门看，好为过去女子出一口气”
。汪涣白指出：“我们学校对于女子军训确有成绩，学生都甘心自愿的来接受”
。郭第新写道：“当这种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校的军训，并不因此而减少锐气；且更严格的实行！我们知道这种现象，必是王先生苦心奋斗的胜利”“女子的军事训练，就是我们救国的门径……这种反抗的人不但是欲断送女子的前途，同时亦是在摧残国家的命脉，斩丧国家的元气！这种人，可以称为变形的汉奸！”表示：“我们现在不但要为女界吐一口气，应与男子一切平等！我中华民族之女子，个个是有血性和理智，岂肯让我们的祖国溃亡于敌人蹂躏”
。由此可见，女生已将军训作为实现国权与女权的重要途径。
三 “女子青年训练团”对周南女生的积极影响

尽管创建“女子青年训练团”是以服务民族救亡为鹄的，但客观上对女生的思想与言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诚如校友在回忆录中所言：“30年代周南学生没有畏惧，为了反对日本侵略，我们上街游行、发传单、喊口号、嗓子都喊哑了。”
亦如校长李士元的校庆致辞：“迄卢沟桥事变后，始则代表长沙市学生，欢迎世界学联团，博得团员同情抗战之好感；继而参加民训宣传、劝募、慰劳诸工作。”

（1） 深层影响：女生主体意识的觉醒
第一，女子军训使女生认识到作为女界领导者的责任。王瑛在演讲中阐明女子军训的意义：“女子受训最早，提倡最力的是我们周南！我们的成绩若好，便开拓了女子军训的前途，堵塞了反对者的嘴；但若我们的成绩不好呢？便给了反对者以口实，而使提倡的人也灰心了。同学们！这责任是在你们身上，你们应该为着你们自己而奋发起来呀！”
陈元祥呼应道：“我们要阐发军训精神，普及全中国，要使全国妇女武装起来，为国家动员，为妇女动员，为自己动员起来——照着王先生的指示，向民族解放，妇女解放的大道上前进。”
杨培蕴进一步引申：“现代有知识的女子，应该做一个女界的领导者，领导一般妇女去冲破一切阻住你们前进的东西。不过先从自己的身上做起——应先从自己武装起来，那才好去要人家去做，那才好去武装别人……”，并将女子军训视为男女平等的新阵容
。张淑佳表示：“我们更不愿踏着过去女子覆辙！我们要现出女子自卫的能力，去收复失地，做那国防后盾生力军，增加国家一份力量，以达最后的胜利！达到我们男女在一条水平线上，以谋妇女的真解放，真自由。不过我们更不可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更不可自轻，我们要自重、自治”
。
第二，女子军训使女生认识到作为国民的责任。军训初始，王瑛指出：“要达到男女真正站在一条水平线上，那么你们现在要努力求知以达到能力的平等，同时要遵守学校一切的纪律，绝对接受本校军事训练，随时随地养成真实的军事化的精神，将来才能为前方将士杀敌的后援军，以争男女责任的平等。”
言下之意是，男女平权的实现有赖于与男子同尽国民责任。对此，女生颇为认同。彭连英写道：“他鼓励女子自觉，差不多忘记自己是个男子了……真的表现他老不仅是民族解放的伟人，而且是妇女解放的恩人了。”
军训期间，王瑛一面鼓励女生以行动求得“真平等”：“要想女子强起来，就要从这里作起，你们要与男子共同受到一样的军事训练，甚至于你们更要比他们作得好，这样你们才能够达到真平等！”
另一方面，为回击保守势力叫嚣的“妇女回家论”，他鼓励女生“踢得开小姐架子，打得破享乐虚荣，除得去懦弱习气，则凡男子所能为的事，你们又何患不能为？”
王瑛的女权观使女生认识到为国民一份子的责任。

第三，女子军训使女生加深了对义务与权利之关系的理解。冷松琴写道：“要想跳出火坑的女同胞！我们求真正的解放，是要自己解放，不是要人家来解放……我们要做一个能刻苦耐劳，使我们的思想、能力、体力能超群的新典型的时代女性！我们要做个救国救民的时代战士！”
罗曼仙对现实中的男女不平等提出质疑：“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也有了这么久的历史，可是事实上女子是不是真正与男子平等？是不是果真解开一切束缚女子的有形和无形的枷锁？中国社会是不是真正尊重女权？”进而提出：“这个时候正是中华民族的女同胞表现真正力量的时候——女子需要自由平等，然而自由平等并不会有人赠给你们，而是要你们自己用血汗去换取”，并以欧洲妇女为例证：“女子要得到真正的解放，不要在会议席上去争，不要在条文上去争；而要在技能上争，在责任上争——不要争空头形式上的权利，而是要争事实上的真正的权利”，最后提出“先尽义务，然后才能有权利”的倡议
。
（二）直接效应：女生投身抗日救亡活动
周南女生既已从思想上认同女子军训为妇女解放的前提，自然就有了参与抗日救亡的种种行为，具体而言，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参加省市抗敌演讲，慰问伤兵。1936年10月，周南学生参加长沙市抵制日货讲演比赛，高、初中组分获第一、第六名。1937年4月，参加长沙市抗敌演讲比赛，高、初中组获第一、第三名，高小、初小第四、第十一名。淞沪会战和台儿庄战役后，大批伤兵被运到长沙，学校大礼堂睡满了伤员。女生不仅凑钱买日用品，还送洗脸水、代写书信、献歌等。据李淑元回忆：“我们的歌咏队长是张曙，他教我们唱了《战友们回到前线去》、《打回老家去》等歌。我们七八个女孩子在既无伴奏也没化装的情况下，站在病房中间为伤员热情地唱歌，战友们都激动得留下了热泪。另外，我们还为前方将士写慰问信，鼓励他们英勇杀敌。”
1938年6月2日，学校参加长沙市慰劳会，派出3组学生携带食品分途慰劳伤兵。
第二，积极募捐与晨呼。1937年10月全校师生积极捐赠，共献寒衣500件、裤子800条。高7班学生刘芬，父亡母在，家境并不好，却将传家的一对金戒子捐出
。“七七”抗战周年时，周南学生有组织地走上街头，进行口头宣传和募捐。有的同学讲到沦陷区日本鬼子奸淫烧杀的暴行时，声泪俱下，激发了居民和过街行人的爱国心，纷纷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捐献出来。有的同学手把手地在马路上一字排开，拦截阔佬的汽车，请他们捐款。当日寇进逼湖北，长沙进入战时状态时，各中学成立晨呼队，周南是组建晨呼队最早的学校之一。李淑元在回忆录中有生动的描写：“每天一大早，我们一分队的十余人，分两人一组，从泰安里到寿星街，到潮宗街，分片分头干，挨家挨户去撞门打户，高呼‘国难当头，大家要觉醒，不能再醉生梦死……’”
。这种唤醒民众的方式虽不失幼稚与天真，但充分展示了女生的爱国热情。
第三，秘密成立中共支部。1937年，杨展
、文潞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干部，她们不仅发动学生演唱抗日救亡歌曲，编排抗日救亡话剧，与校内反动分子展开激烈斗争，还于1938年1月成立中共周南支部，杨展、李淑纯分别担任支部书记和组织委员，党员有李静
。3月，高萍
转学周南后，又发展文潞（罗曼仙）、叶楚青、马寿璋、廖学道（廖静文）、袁福奎、伍联珠6位为党员。徐特立在工作报告中写道：“长沙之周南、民宪、含光、长师、长师附小等女校均有党支部。最大者为周南，同志十余人。各校大部分同志都参加学生自治会……”
。翌年7月底，杨展率领10多位同学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
第四，投笔从戎。1937年3月16日，周南学生孙胜群致函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表达参军意愿：“湖南的很多女同学都想报考海军，做军人”，希望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保家卫国；遗憾的是海军部文书科的答复是“向不用女职员，即招生亦不招收女子。”
不过，随着抗战形势日趋严峻，半年后，女生参军的愿望变成了实现。
9月14日，谢冰莹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招收成员17名，其中陈袁祥、瞿剑尘、萧喜英、欧阳澄来自周南。对于周南女生参军之踊跃，谢冰莹在《女兵自传》中有生动的描写：“四个周南和自治的女生，提着包袱和书本赶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她们都流着泪，要求去前方；从下午6点，一直到深夜一点半，始终不肯回去，火车开了，她们还想跳上来，因为她们都是穿的便服，而且没有学过看护，所以只好硬着心肠要她们回去，安慰她们，等到练好了之后，再加入第二批出发。”
对于4位上前线的学姐，在校女生充满了敬佩之情。黄玉兰写道：“前天本校有四个上期高中毕业的同学，居然随谢冰莹女士所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北上了——以前她们的生活是那样的舒适，环境是那样的安宁，然而她们竟抛弃了那安逸的生活，甜蜜的家庭，毅然的踏上了那遥远的征途，宁愿尝试那艰危的痛苦生活，这固然是义愤所激，爱国爱民的热情所致；可是这不能不敬佩她们勇敢的精神和杀敌的决心——她们这种精神之养成，当然又不能不归功于王老师平时的教导和鼓励了”
。
4位女生踏上抗战前线后，自觉地将战场见闻及时向学校报告，鼓励在校同学努力训练，为上前线做好技能与精神上的准备。萧喜英在日记中（9月15日）记述了上前线的复杂心态：“挤在黑暗的车厢我感到很不安，但是只要想到我此来的动机和负的责任，我又用力的压制……所以为着国，为着妇女的前途，我们是应该忍苦耐劳的”。在给王瑛的信（10月9日）中，不仅报告了加入除奸团、从事政治工作等情况，还表达为国捐躯的决心：“拿定一个‘死’字”，“假若有两个月没有给你老写信，那么或者我们就是牺牲了”。

欧阳澄
也在信函（9月20日）中描述了奔赴战场的情形：“在一艘那么大的船上，大概有二万人之多，但是不曾听到一点嘈杂的声音；尤其对我们，也都表示尊重，毫无无聊的言语发出来；当我们在自己上走过任何地方的时候，他们总是喊他们的同志让开……他们已经将我们，看做真正的同道者了”，长官还赠送一首诗：“闺阁蜂来看女兵，迷离扑朔辨雌雄。几度切切频相问，争取‘冰莹’学士风。”
当女兵的自豪感溢于言表！10月17日，她从战地三家村给全体同学发回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

那些有志救国的男人，他们就能很容易得到为国捐躯的机会；但是我们妇女呢，想要做些救亡的积极工作，就要受到很多的阻碍——说来也真痛心！在这个时候，还要喊女子回到家庭去！所以我们妇女的出路，到处都是走不通的，一方面固然受环境的压迫，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妇女本身的不努力”，“我觉得我们妇女，想要增高社会的地位，想要达到男女的真正平等，非得本身振作起来，先有工作的表现，不是以引起他们的尊敬，和消除他们歧视女性的心理……只要是男人能做的事，我们都应当不辞辛苦的勇敢的去干，干得通，拼命的干；干得不通，也要硬着头皮干——这才是女子应有的精神和态度，也就是提高女权的根本动力”，“你们有解除双重压迫的责任！在这时候，再不容许我们有少许懈怠的心理，来放弃自己的职责了，我们一定要拿出勇气和能力来挽救目前的危局，完成各人的志愿……

公开信中传达了欧阳澄鲜明的社会性别意识：其一，认为在“妇女回家论”甚嚣情况下，为国捐躯是女性“达到男女的真正平等”的唯一机会；其二，“不辞辛苦的勇敢的去干”是提高女权的最佳途径；其三，“解除双重压迫”是女生的责任，为此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结  语
上述史实足以说明，一旦妇女解放与民族救亡之间出现张力时，新女性会适时地选择后者，以服务于民族救亡的国家大计。诚如有论者所表述的：“抗战军兴，妇女们立刻放弃争取本身的权利，风起云涌，加入抗战工作，以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凡妇女能力所及者，无不热烈从事……甚至荷枪执戈，以卫社稷者也不少。”
女学生理所当然成为“荷枪执戈”者，她们通过参加反日的民族战争，谱写了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篇章，也体现了“五四”后的新女性责任优先的政治伦理价值取向。
至于女子从军/军训何以能获得进步男性的支持乃至倡导，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国在现代化历史中的痛苦记忆直接与‘弱肉强食’的进化论以及受西方列强侵略、凌辱的切身经验联系在一起，因此在现代化初期，尚武精神在人们的心中颇为强烈……他们（指先进知识男性）为中国女性设计出许多女英雄和女豪杰”
。然而，若使“尚武精神”在女性身上展现，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国难当头，大敌当前，这构成了第一代女兵诞生于国民革命、活跃于抗战时期的历史语境。而女学生作为时代女性的典型代表，率先走上战场亦成为历史的必然，她们的投笔从戎不仅能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也能对社会各界发挥率先垂范的作用。
众所周知，近代湖南在偶然的机遇下被推上中国近代历史舞台的中心，成为一个集闭塞与开明、保守与激进于一体的特殊场域，以至几次“革命”均在这一场域上演，“特别是抗日战争，使得湖南在短期内突然成为全国抵抗战线的前沿，战争的残酷使得个人命运与地区命运、国家命运纠缠一处”。
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周南“女子青年训练团”、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以及抗日女兵
等女性群体纷纷涌现似乎不足为奇了。

Keeping the feminism way to save the nation in mind: 

taking Women's Training Union in Zhou Nan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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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the Feminine World, which focused on the mobilization of women, took the salvation action again, but the women's rights advocates were almost submerged by the tide of national salvation. In the dilemma of "state power" and "feminism", the female students were determined by adhering to the national salvation plan, selecting feminist path of equality with responsibility, which was shown in Women's Training Union in Zhou Nan. The girls in Zhou Nan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the Women's Training Union which not only achieved the awakening of subject consciousness, but also found new paths for the dual liberation for the nation and its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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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 同上。


� 杨展，杨开慧侄女，1926年进周南附小，后升入周南高中。1930年杨开慧、杨开明的牺牲，在她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37年被推选为校自治会学习部长，并加入共产党，担任党支部书记。她不仅参与各种抗日救国活动，还同进步同学举办妇女识字班和夜校，在党内组织秘密读书班，发展党组织等。1938年奔赴延安后，先后担任政治部组织科、教育科和直属队总支部组织委员，1940年当选为模范妇女。1941年秋，在反扫荡斗争的行军途中不幸失足坠崖牺牲，年仅21岁。


� 李静，字子平，周南化学教员，党组织单线联系的党员，负责上层统战工作。1938年9月，与李淑纯奉命离校负责“民先”和“妇工委”工作。


�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之女，共产党员。


� 沈祖麟,罗岳淮：《发扬周南的光荣革命传统——周南女中地下党史概述》，王玉仙等：《周南中学八十五周年校庆纪念册（1905－1990）》，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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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四战士的后愿》，《周南教导又编》1937年12月25日，第10页。


� 欧阳澄，字岑澈，1937年6月毕业于周南高五班。刘琇莹在《高五班同学录》中如此描写她：“在不平的环境中，她是一个怒发冲冠的革命者，在合理的门墙下，她又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女圣人，她倔强而不僵，温柔而不弱，她是爱自由而能节省自由的人，这是青年所最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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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家麟，吕芳上等著：《近代中国妇女史》，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401页。


� 刘慧英：《遭遇解放：1890－1930年代的中国女性》，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页。


� 凌云岚：《五四前后湖南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页。


� 2004年9月18日，湖南革命烈士陵园举行了“为湖南抗日无名女英雄立碑”活动。这名无名女英雄是湖南长沙女子中学的学生，为抗日救亡，她千里迢迢来到徐州战场，后牺牲在战场上。为让英雄魂归故里，徐州的老百姓送女英雄回家，湖南1千多名群众自发赶到陵园迎接。据称，像这样的女兵有很多。参见罗满元：《六十六年的遥望——一位抗日无名女兵以身殉国之后》，《党史文汇》2005年第2期。





PAGE  
1

